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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化语境下的人文与社会科学新思潮

尹晓煌

摘　要：本文旨在探讨当代全球化语境下涌现的人文与社科领域新思潮，解读当今西方、尤

其是美国学术界有着重大影响的各种主要论点及重要流派，如“新保守主义”“新左派”“跨国

民族主义”“灵活资本主义”“流动公民”“记忆的政治”“亚洲价值”“可持续发展”及“软

实力”等；通过对这些理念的产生及其影响之分析，加强了解西方当前学术研究的背景、现状和

趋势，更好地促进跨文化交流和讲好中国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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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在当今全球化的时代，加强跨文化交流有助于

构建中国特色的人文与社会科学体系，促进全球范

围内的学术对话和融通。跨文化交流， 就学术而

言，注重于研究不同文化之间的相互影响；对中国

而论，则意味着探讨如何对外讲好中国故事，将中

华文化介绍到海外。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

和西方的文化交流即为例证。而欲与他者对话，势

必需要了解对方，尤其是熟悉西方学术界当前的研

究重点和主要思潮，把握中外文化之间的差异与相

似。唯如此，方可讲好中国故事。

众所周知，当代人文学科诞生于现代民族国

家形成过程之中，其学术思潮和现代民族国家的自

我叙述与本土思想文化运动，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和紧密的互动。本文以美国本土文化和思想体系

之起源和左翼学者爱德华•萨义德对欧美“东方主

义”(Orientalism)学术体系之批判两大背景为切入

点①，介绍当今西方，尤其是美国人文社科领域的

主要论点及重要流派，如“新保守主义”“新左

派”“跨国民族主义”“灵活资本主义”“流动公

民”“记忆的政治”“亚洲价值”“可持续发展”

及“软实力”等伴随着全球化进展而产生的新概

念，探讨当下中国学者应如何看待和评估这些全球

化语境下涌现的人文与社科领域的新思潮，以期更

好地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学术思想和知识体系，加

强跨文化交流，讲好中国故事。

二、从美国本土文化运动与对“东方

主义”之批判谈起

以美国为例。当代美国文化、艺术乃至人文

学科的本土思潮和流派是在美国独立之后，逐步脱

离欧洲传统、开始探索美国知识体系相对于欧洲

的独立性这一过程中诞生的。具体甚至可追溯至

美国哲学家拉夫•爱默生（Ralph Waldo Emerson，
1803—1882）于1837年8月31日在哈佛大学优秀毕

业生典礼所作的题为《美国学者》（The American 
Scholar）这一著名讲演。

爱默生在演说中挑战了当时在美国知识、文

化、思想界盛行的欧洲中心论。其主要论点为，哈

佛大学已建校200周年，美国也已独立60年，但美

国学术与文化界似乎仍在追随欧洲的传统，这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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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维方式应予改变，美国需探索并走出自己的道

路。正如爱默生在演说中宣称：“我们倾听那些欧

洲宫廷文学艺术女神宣教的时间已太久了。”②有

鉴于此，《美国学者》常被称之为“美国知识界

的独立宣言” (America’s Intellectual Declaration 
of Independence)，它宣告了美国依附于欧洲文艺

与思想界的现象行将就此结束。在随后的年代

里，美国文学艺术领域逐渐产生出两个大相径庭

的主要流派：“红皮肤”（Redskins）与“白面

孔”（Palefaces）③。前者以美国原住民（印第安

人）之肤色为象征，注重美国本土、尤其是大众

文化风格，代表人物有马克•吐温（Mark Twain/
Samuel Langhorne Clemens，1835—1910）、惠特

曼（Walt Whitman，1819—1892）、海明威(Ernest 
Hemingway，1898—1961)等；后者则崇尚欧洲文

艺界的高雅与细腻，其中有亨利•詹姆斯（Henry 
J a m e s，1 8 4 3—1 9 1 6）、伊迪斯 •沃顿（E d i t h 
Wharton，1862—1937）、哥特鲁德•斯坦（Gertrude 
Stein，1874—1946）等作家④。美国学者以“红皮

肤”和“白面孔”作为两大重要流派之简称，本身

就显示出赞许美国本土文化风格的倾向性。英文

“pale”一词本意为“苍白”乃至“病态”，暗喻

美国人文和文艺领域之前途，唯有依靠美国本土学

者的努力。一味追随欧洲，难有“健康”出路。

爱默生的演说极大地拓展了美国本土风格的

人文学术研究，激励了美国本土文学之兴起，其论

点对当今中国也有两个层面的借鉴意义。其一，对

如何创建中国特色的人文与社会学科体系颇具启

迪。其二，讲好美国故事的尝试与我们今天讲好中

国故事之努力有着相通之处。习近平主席2015年9
月访问美国时，笔者曾出席基辛格博士为欢迎习主

席在西雅图举办的晚宴。习主席在讲话中提到他曾

阅读过惠特曼的诗歌和海明威的小说，并提及为了

体会海明威的创作风格，他曾在访问古巴时，参

观了海明威当年侨居古巴写作《老人与海》（Old 
Man and Sea，1952）经常光顾的渔港，体验海明

威创作《老人与海》时的心境。习主席说：“海明

威《老人与海》对狂风和暴雨、巨浪和小船、老人

和鲨鱼的描写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我认为，

对不同的文化和文明，我们需要去深入了解。”⑤

《老人与海》讲述的是主人翁历尽千辛万苦以达目

标信念之精神，为美国本土文化传统的刚强、毅力

之象征。海明威的著名格言“人可以被击败，但不

会被摧毁”，即为此意。值得一提的是，爱默生的

论点不仅促进了美国学者争取本土艺术及人文学科

独立于欧洲之探索，甚至也影响了当代学者对欧美

中心论的质疑和挑战。在此领域，最具开拓性的

学者之一当属萨义德及其经典之作《东方主义》

（Orientalism，1978）。

萨义德的身世极具跨文化象征意义。他出生

于巴勒斯坦的阿拉伯人基督教家庭，其父在第一次

世界大战时参加美军，后移民美国。萨义德本科就

读于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后在爱默生当年发表《美

国学者》演说之地哈佛大学获硕士和博士学位，任

教于哥伦比亚大学英文系，1978年出版了开拓性之

名著《东方主义》。萨义德在书中指出，西方文化

对“东方”长期的贬斥、丑化及所谓的“浪漫”解

读，成为欧洲殖民主义奴役中东及亚洲的借口。

“东方”这一概念被扭曲成为西方的对立面，以衬

托出“西方”之正确。欧美学者以西方代表进步、

文明和人性，而东方则沦为非理性、野蛮及落后

之象征。然而，现实世界中并不存在所谓的“东

方”。这一文艺与知识体系的“东方”，究其实

质，只是西方学者为了在人文和社科领域创建其学

术话语权，而臆想出的对亚洲文化之二元思维的固

化概念，并逐渐形成影响，指导着西方对东方的普

遍认知，这一认知至今仍影响着西方学术界⑥。

20世纪90年代冷战结束后，美国曾试图以中国

为敌，将中国视为对立面。当时我曾问及哈佛大学

的孔飞力（Philip Kuhon，1933—2016）教授美国为

何要如此丑化中国，他回答道：“美国需要敌人”

（America needs enemy）。美国为了维护自己的领

先地位，必须建树对立面，用敌人之 “丑恶” 显示

美国自身之优越。这一概念与萨义德在文学批评中

提及的“东方主义”相似。事实正相反，人类文明

本是相同与平等的，正如晚清名臣陈宝琛（1848—
1935）访问哈佛大学时为哈佛燕京图书馆题写的对

联所云：“文明新旧能相益，心理东西本自同。” 
在文学、艺术和学术领域内，人为地划分所谓东

方、西方，以及把东、西方视为两个敌对体的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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念，本身就是荒谬的。萨义德的《东方主义》一书

影响极为深远，在于他澄清了西方对东方之解读源

于政治偏见，具有帝国主义知识之特征。甚至那些

对亚非文明抱有同情心的西方学者和作家如赛珍珠

（Pearls S. Buck，1892—1973），在其作品中对中

国文明之描写，都不可避免地出现了偏见⑦。

萨义德对东方主义的详尽论述和颠覆性的批

判，奠定了当代西方诸多左派理论之根基，为当代

西方知识体系提供了转型基础，由此而产生出西

方人文与社会科学一些新领域。“后殖民研究”

（Post-Colonial Study）即为其中一例。后殖民研

究指出，殖民地国家的今天，可被视为西方殖民统

治之结果。西方殖民帝国的知识与价值体系，影响

并改变了殖民地国家及其人民的思维、信仰、语言

和文化传统。例如，我们传统称之为吕宋群岛的南

海近邻，16世纪沦为西班牙殖民地后，被西班牙

殖民者于1565年以当时的西班牙国王菲利普二世

（Phillip Ⅱ，1527—1598）之名重新命名为菲律宾 
(The Philippines)。西班牙殖民者将天主教带到了菲

律宾，改变了当地人民的宗教信仰，西班牙语长期

成为菲律宾国语。正如萨义德令人信服地指出，殖

民主义对东方的侵略，究其实质，为双管齐下：一

方面用武力征服，一方面用西方知识体系改变殖民

地人民的文化价值和理念。

三、1990年代以来的主要论点及流派

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冷战的结束，世界

发生了巨变，极大地加快了全球化的进展。如果说

近代全球化可以追溯到15世纪末葡萄牙开始向西非

扩张，那么在20世纪90年代，世界进入后冷战时

期，人文和社科领域呈现两大重要变化：首先，在

市场经济下，意识形态不再垄断知识体系。其次，

高科技的兴起，使得学术思想和文化可以跨越地域

和民族国家之疆界，迅速方便地得以交流。在这一

背景下，西方人文与社科领域产生了一些新的学术

流派，其中有“新保守主义”（其实质为现代形式

的保守主义）“新左派”“跨国民族主义”“灵活

资本主义”“流动公民”“记忆的政治”“亚洲价

值”“软实力”等⑧。

谈到“新保守主义”（neoconservatism/neocon），

似有必要提及两部领潮一时的西方新保守主义代表

作：塞缪尔•亨廷顿的《文明的冲突和世界秩序的

重建》（The Clash of Civilizations and the Remaking 
of World Order，1996）⑨及弗朗西斯•福山的《历史

的终结和最后的人类》（The End of History and 
the Last Man，1992）⑩。亨廷顿生前为哈佛大学

教授，为美国保守势力在学术界的代言人，“文明

冲突”理论之创始者。他认为随着世界进入后冷战

时代， 意识形态之争已被文明的冲突所替代，伊

斯兰教和儒教文明威胁了以犹太—基督教为主体的

欧美文明，不同文明之间的冲突代替了过去资本主

义和社会主义之间的意识形态冲突。他在去世前不

久所著《我们是谁：美国国家特性面临的挑战》一

书中，更加强化了这一论点，声称美国今天的文

化价值体系，尽管多元，核心依旧为英美新教主

义价值观念，即所谓的WASP（White Anglo-Saxon 
Protestant）。亨廷顿的这一观念，部分是由于西

方基督教文明为崇拜上帝的单一神教，与儒教文明

之包容性截然不同，有极强的排它性。亨廷顿用通

俗易懂的语言，解答了当今世界何以产生各种暴力

冲突，其观点影响了大批美国和西方学者，为新保

守主义学派奠定了理论根基。

福山受教于哈佛大学，为亨廷顿的弟子，继

承了亨廷顿的保守主义思维。他创建的概念在后冷

战时代的西方思想界影响更为广泛。福山认为，冷

战之终结不仅是第二次世界大战过后一段特定的历

史时期之终结，也是整个人类社会文明史的终结。

人类文明之发展已随着冷战的结束而告完结，西方

社会主导的自由民主体系已经战胜了其他各种意识

形态，成为人类文明发展的最终阶段。福山视西方

为冷战和意识形态之赢家而宣告历史终结，这一论

断甫经发表，风行一时，成为新保守主义之学术基

础。福山的历史终结之说当然过于绝对乃至荒谬。

就本质而言，其历史终结论所阐述的新保守主义观

点，是现代形式的保守主义，代表着一种回归宗教

信仰，注重传统社会的家庭、婚姻理念及国家观的

保守主义思潮，是对20世纪60年代以来兴起的女权

主义、民权运动、反文化运动、族裔身份政治等自

由主义思潮之反动和对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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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西方人文与社科领域中，与上述观点相抗

衡的学术理念，以20世纪后期出现的 “新左派” 
(New Left) 为最。新左派与传统左派之区别在于，

传统左派更重视工会和经典的产业工人运动以及政

治、经济领域内的斗争。而新左派则认为在当今全

球化趋势下，仅关注传统的产业工人已远落后于社

会和经济的发展及文化的进步，应该支持和帮助更

多服务行业和零售业员工等不为传统左派重视的

非经典劳工阶层，保护边缘化和弱势群体，支持

女权运动，捍卫移民权利，提倡多元文化和尊重

非白人少数族裔。出生于英国的美国当代学者、

“新左派”和马克思主义全球化理论权威大卫•哈维

（David Harvey，1935—  ）即为其代表人物之一。

哈维认为，高科技的突飞猛进虽极大地改变

了当今世界社会和经济面貌，但全球化价值实现过

程仍不可避免地存在着剥削。消费者和金融、商业

资本之间的斗争已成当今阶级斗争的重要组成部

分。现实生活中，因科技进步而在生产阶段取得高

工资、相对富裕的工人阶级会发现，在全球化的今

天，商业、货币和食利资本层层盘剥了劳动人民的

消费需求。工人们在生产过程中获得的劳动成果，

被资本的其他部分在消费过程中巧取豪夺。因而与

过去相同，工人阶级仍被资本奴役。哈维的这一论

断加深了我们对《资本论》的理解。换言之，当代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已经从“福特制”转向“后福特

制”，无产阶级的反抗方式也必须因此而改变。作

为新左派的代言人，哈维指出：“不幸的是，传统

左派对组织快餐业的员工并不热心。”因为这些非

产业工人的价值生产，与传统左派关于经典工人阶

级的认知并不相符。然而，哈维强调，在全球化的

进展过程中，无产阶级并未消失，而是出现了新的

无产阶级，虽然他们与传统左派视为工人阶级先锋

队的产业工人有着明显不同的特征。就此而论，麦

当劳员工可被视之为21世纪的钢铁工人。

此外，哈维对全球化视野下真理的普世价值与

地方性作过精辟论述。他指出：“普世性的道德判

断若无地方根基，便有可能沦为空洞与虚假。”

这一颇具创见之论断，令人忆及哈佛大学费正清教

授的名言: “人权也许具有普世价值，但在不同文化

中，可以由不同体制来体现。”(Human rights may 

be a universal aspiration， but in different cultures， 
they may be institutionalized in different forms.) 换言

之，倘若普世价值并无地方根基，未与民族与本土

文化挂钩，则会流失于空洞和虚伪。因为普世价值

在不同的文化中有着不同的体现方式。也许西方更

强调“爱幼”，但对中华传统文化而论，“尊老”

难道不也是人权的体现吗？

哈维对马克思主义与全球化精辟的阐述表明，

马克思主义研究在全球化时代不仅并未过时，反而

更能开拓我们的视野，为全球政治与社会改革指明

方向。例如，在当今社会焦点的女权问题上，马克

思早就前瞻性地指出：“每个了解一点历史的人都

知道，没有妇女的酵素就不可能有伟大的社会变

革。社会的进步可以用女性的社会地位来精确地衡

量……”就此角度而言，20世纪60年代以来西方

女权运动的兴起，可被视为马克思主义对当代社会

影响之深度解读。

与当代人文与社会科学相关的另一新思潮为

“跨国民族主义”（transnationalism）。它是全球

化时代对传统的“国际主义”（internationalism）和

国际化理论的挑战与发展。如果说“国际主义”注

重于国家及与此相关的国际关系研究，偏重各国政

府及官方组织和人士之间的交往。作为国际主义的

对立体，跨国民族主义则强调非政府组织与民间人

员的跨国行为，探讨随着世界进入后冷战和经济一

体化，国际关系中的国际化逐渐为全球化所替代，

非政府组织、包括跨国资本和各类民间团体与普通

民众，日益活跃于学术、文化、商业、金融、移

民、慈善等范围内的跨国交往，及其对全球化进程

带来的重大现实影响和深远历史意义。在此类交往

中，国家与政府已变得“无关紧要”，不再担负关

键甚至任何重要作用。虽然跨国民族主义作为全球

化范畴内的社会思潮、文化现象及交往模式早已存

在，但正是在世界进入后冷战及高科技信息时代的

今天，这一观念及其相关行为才变得更加切实可行

并得以迅猛进展。出生于荷兰的美国哥伦比亚大

学教授萨斯卡娅•萨珊（Saskia Sassen）将此现象称

之为另一形式的“第三空间”（Third Space）：即

有别于“领土疆界”（第一）和“政府权威”（第

二）、随全球文化与经济一体化而兴起的“跨国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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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交往权力和行为”及由此产生的一种跨越疆土、

超越国家体系的新型民族主义情结。这是一种由

各类跨国民间力量及资本推动的“平面/环路模式”

全球化，而非由政府、官方国际组织掌控、自上而

下的“垂直/纵向体系”全球化。这一现象的产生和

发展，不仅对后冷战时代世界格局形成持续的巨大

影响，并为全球化研究奠定了新课题，同时也与20
世纪60年代以来，西方人文与社会科学领域左翼学

者所提倡的“从基层着手”（from the bottom up）
之科研方向相对应。两者均着眼于为学术界精英

主义（elitism）研究所忽略，但却对社会动态有着

举足轻重影响之凡人与常事，以便更加准确地把握

历史进程及社会发展方向。

全球化进展中，民间出现的交往模式与新

型流动，也可被称为“灵活公民身份”（flexible 
citizenship）。这一学术概念的理论构建，是由出生

于马来西亚的美国华人学者王爱华（Aihwa Ong）
在运用文化人类学理念和研究方法，系统探讨当代

全球化语境下公民身份的灵活性和流动性之后，创

见性地提出。王爱华首先将“灵活公民身份”界定

为各种跨国民族文化要素之核心，起源于主体（个

人）因“跨国资本的积累、流通和移位，对于变化

中的政治、经济条件做出灵活反应和适时变化之文

化逻辑”。通过对海外华人社会各阶层移民家庭

以及跨国政治和泛宗教与民族主义话语进行的人

类学研究，王爱华构建了跨越疆界和民族国家的

文化逻辑形成之背景，并由此解读了“跨国民族

性”“分级主权”等全球化理论范畴内的话语概

念，提出个人、国家和地域权力争斗与隶属关系中

的文化逻辑。

尤为重要的是，王爱华细致考察了文化如何参

与晚期（当今）资本主义（late capitalism）时代的

主体行动和意义，以及晚期资本主义、全球化进程

和民族国家等要素又是怎样改造和重塑文化自身，

由此令人信服地将人类文化实践和逻辑与跨国资

本、信息和人口流动，同置于全球化研究的主流核

心之中。她认为，受后冷战时代全球一体化影响，

晚期资本主义与此前不同，不再受思想意识形态束

缚，投资目的更倾向于逐利而为，因而得以超越疆

土、社会体系或政治阵营之间的界限。王爱华将此

称为“灵活资本主义”（flexible capitalism），视其

为当代全球化的重要特点之一。

世界进入后冷战与全球化以来，为塑造集体记

忆，国家及民族另辟蹊径，日趋依据和运用“选择

性记忆”这一特定文化模式，借助与本民族和国家

相关的各类重大历史事件和文化遗产，而非仅凭意

识形态和经济、法制管理体系来重塑文化和思想核

心，超越各方歧见，团结人民、巩固社会，加强国

家与民族之凝聚力。这一方式被命名为“记忆的政

治”（politics of memory）。这一术语解释了政治

在塑造集体记忆中的作用，以及记忆如何与事件发

生的客观事实可能有着显著的不同。

政治对记忆的影响， 尤其是如何通过选择性

记忆增强国家和民族的使命感，常见于文艺创作与

历史写作和传承方式。就美国而言，以“9/11”为

题材之大量各类文学、艺术创作和媒体舆论等，均

或明或隐地宣扬乃至强化人民大众对“美国例外主

义”（American Exceptionism）这一代表美国独特

文化传统之“集体记忆”。世界其他各国与此相关

的具体个案与事例，也比比皆是。

在我国，如何凝聚复兴中国梦这一宏伟蓝图，

加深中华民族传承历史的记忆，也是当今人文与社

会科学领域的重大课题。而记忆与语言又休戚相

关，盖因语言是文化与记忆最重要的媒介。出生于

中国昆明的美国康奈尔大学教授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1936—2015）在其名著《想象的共同

体》（Imagined Communities：Reflections on the 
Origin and Spread of Nationalism，1983）一书中

指出，语言是文化与记忆的基本手段。他强调：

“关于语言，最重要之处在于它能够产生想象的

共同体，能够建造事实上的特殊的连带（particular 
solidarities）……这些被印刷品所联结的‘读者同胞

们’，在其世俗的、特殊的和‘可见之不可见’当

中，形成了民族的、想象的、共同体的胚胎。”

著名当代美国华裔作家汤亭亭（Maxine  Hong 
Kingston）就曾在其经典著作《中国男人》（China 
Man）中回忆道，中文媒体如何成为维系她的祖籍

广东、侨居美国40余年的父亲与故国之纽带：“每

天， 唯有阅读中文报纸这件事才能让父亲离开他的

安乐椅。他总是急切地盼望着报纸的到来。每次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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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前几小时打开家门， 等候邮差……。《金山时

报》是装在封套中从旧金山寄来的， 上面端正地

印着父亲的地址和姓名。他戴上金丝眼镜， 往烟

斗里装上烟丝……拉开了他每天长达数小时的看报

時光。”

与上述学术思潮相比，“亚洲价值”（Asian 
Values）为亚洲经济发展和文化进步的产物。 这一

概念始创并流行于东亚和东南亚有其特定缘由。在

马来西亚和新加坡，亚洲价值受到欢迎的部分原因

是它将儒教、伊斯兰教和印度教糅合为一体，从而

有助于在这些国家的不同民族和宗教群体之间创建

一种共同价值观，形成一种新的意识形态。这一概

念在日本得以流行，因为它不仅挑战了西方，同时

也为日本重建其在亚洲的地位提供了理念。在全球

化的今天，东亚和东南亚地区是唯一在经济发展方

面持续增长的西方世界之外的地区。亚洲价值观的

支持者将这一成就归功于一种介于西方自由民主体

系和极权政治之间的独特的“第三道路”（Third 
Way）。

就内涵而言，“亚洲价值” 深受儒家文明的影

响，注重对家庭、社区和国家的忠诚，主张为了社

会的稳定和繁荣而放弃个人自由，追求教育和科技

的卓越，赞誉勤勉的职业道德和节俭的生活方式。

“亚洲价值”的支持者认为，这一理念强调了国家

主权、自决权和不干涉内政的原则高于普世价值，

比西方的自由主义价值体系更适合于亚洲地区。

“亚洲价值”也许有其不足之处，但应当承认，在

当今全球化发展的进程中，西方标准并非唯一的发

展模式。究其实质，亚洲价值主要是力求在政治和

社会方面加以控制，以达社会稳定，集中力量发展

经济，创造财富，再用财富改善社会，提高民众生

活水平，而非单纯推行西方社会视为普世价值的

“政治民主”。就此而论，“亚洲价值”的包容

性要高于西方价值，且不乏成功的实证。例如，

李光耀治理新加坡5 0年，将“亚洲价值”引为

治国方针。其治下的新加坡，如柏拉图的“理想

国”：由“哲君”治理，社会稳定，经济繁荣，

人民安居乐业。

更为值得一提的是，在当今全球化大潮中，

中国的社会与经济发展既未沿袭西方道路，也没

有实行苏联解体后的“休克”模式，而是走出了

自己的路径，从而挑战了西方模式。西方学者曾

质疑，中国的全球化进程是否确能另辟蹊径？社

会和经济发展与转型是否确有“中国道路”？进

言之，中国能否避开曾阻碍若干发展中国家进步

的“中等收入陷阱”，保持强劲发展势头？一方

面，“中国道路”确有争议。因其依赖出口导向

型经济、廉价劳力和能耗之增长方式，类似于其

他东亚国家的发展模式，中国似在重复那些全球

新兴经济实体曾经历的阶段。另一方面，中国经

济发展有其难以否认的独特性。在全球范围内，

没有任何可供中国直接借鉴之经验。由于人口众

多，始于20世纪50年代、根深蒂固的城乡二元户

籍制及沿海富裕地区和贫困内陆间的巨大差异，

其经济转型必须源于“中国制造”。这无论是从

以制造业为主转变为科技创新驱动的发展模式，

还是转型为以生活富裕和良性生态为主体之可持

续性增长，抑或于更进一步融入当今日趋复杂的

全球一体化经济，均为如此。中国的经济转型既

非效仿新自由主义之“华盛顿共识”，也有别于

前苏联的“休克疗法”，而是扎根于中国社会进

步所面临的实际需求中，不断地磨合前进。

就此而论，中国作为经济巨人兴起于全球市场

及其令人惊叹之卓越成就，的确是另辟蹊径，代表

了一条鲜明独特、有别于西方的发展道路与别样的

增长方式。换言之，始于40年前的中国经济转型，

不仅涵盖他国现代化进程所经历的工业化、城市化

和全球化，其发展模式既有别于国有型社会主义，

也非经典资本主义，具备了中国特色，立基于中国

国情。这一模式证明了“中国道路”的可行性，令

人信服地阐述了在经济发展与转型中，确实存在着

不同类型的选择及超越国家和市场二元对立型的增

长模式。这就是经济发展的“中国道路”。因为中

国不可能照搬西方的模式，任何发展都必须致力于

中国发展、中国制造。无论是转型，或者是生态经

济、走向全球经济一体化，都必须摸索中国自己的

道路。这不仅适用于经济和社会的发展，也适用于

文化、艺术及人文与社科知识体系之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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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全球化语境中的“软实力”

“软实力”（Soft Power） 这一概念为约瑟

夫•奈（Joseph Nye，1937— ）首创于20世纪90年
代初，如今已倍受世界各国政府重视。奈曾任美国

卡特总统的助理国务卿及克林顿总统的助理国防部

长，并曾担任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院长。他根

据自己长期在美国政界任职及学术研究之经历，尤

其是美国越南战争的失败及苏联解体之经验教训，

认为一个国家存在“硬” 与“软”两种实力。硬实

力指国家的军事、经济等实力，而软实力则为文化

影响和精神凝聚力。具体而言，对内，软实力体现

在对国内社会的导向力、民心认同与亲和力; 对外，

则表现在对世界各国的吸引力和号召感。软实力之

构成，分几个不同层次：其核心为价值体系，如意

识形态、辨别判断力、宗教信仰；中层为维护核心

价值之管理、法制观念；表面则为传播核心价值影

响之通俗文化、流行艺术、生活习俗等。

近年来，奈在论证软实力和硬实力的基础上，

进一步提出“巧实力”（Smart Power）的概念。他

认为，在处理国际关系时，仅具有“软”和“硬”

两种实力尚不足以取胜，唯有将这两种实力巧妙地

加以综合运用，才能事半功倍，得以出奇制胜。他

将这一综合运用称之为“巧实力”，即：当硬就

硬，该软即软；既能运用文化传播影响力取胜，也

能依靠经济与军事实力强打硬拼克敌。

奈并非软实力首创者， 此前就已有学者提出类

似概念。笔者在哈佛大学就读时的导师之一、著名

日裔学者入江昭教授（Akira Iriye，1934— ），就

曾在其名著《权力与文化》（Power and Culture：
The Japanese American War，1941—45，1981）一

书中，通过剖析二战时期日美关系，提出“文化力

量”这一概念。他指出，日本二战期间败于美国，

并非完全由于经济与军事实力不足，更是缺乏与美

国抗衡的文化影响力。尽管日本在明治维新后迅速

崛起，成为唯一于西方之外的世界强国，终因无相

应的文化力量为后盾，最终负于美国。简言之，

硬实力为看得见、摸得着的有形、物质力量；而软

实力则是文化影响、精神感染力，为硬实力的无形

延伸。若无文化软实力为手段与载体，经济与军事

硬实力就无法持续发展。更有美国学者声称，前苏

联并非毁于美国的传统硬实力（导弹武器和经济封

锁），而是被以好莱坞、可口可乐为代表的美国软

实力——价值体系、文化影响力所打垮。

由于软实力能通过文化影响而非武力达到“不

战而屈人之兵”之妙用，因而与硬实力并驾齐驱，

成为西方世界16世纪以来对外扩张的重要手段之

一。例如，传教士运动及其相应的文化、教育影

响，就是典型的西方软实力对外渗透和扩张，加速

和巩固了西方在世界各地的殖民统治。在当前全球

化大潮下，经济一体化、高科技信息革命与互联网

之形成，使得文化软实力及其影响，更具超强的渗

透力与扩张性。卫星电视、手机、电脑视频的普

及，导致音乐、电影、文学、艺术等文化软实力之

要素，瞬息间跨越国界与时空，遍及千家万户、男

女老幼，对各国人民的价值观念、生活方式、行为

准则，形成铺天盖地的影响。就中国而论，自改革

开放以来，随着国家经济实力的迅猛发展，中国文

化的国际影响，尤其是通俗文化，如餐饮等，得到

飞快提升。据美国《时代》周刊统计，中国食品在

美国已成为仅次于意大利之外的最为流行之食品。 
然而，中国软实力及其国际影响，仍远远落

后于其经济实力。中国当今已成世界外汇储备第一

大国，国民生产总值第二大国。然其国际文化产业

不但无法与美国相比，甚至落后于日本、韩国等东

亚邻国。中国的少林、太极等传统武术尽管历史悠

久，但在西方社会中最有影响及流行的东方武术，

仍为日本柔道与韩国跆拳道。更有甚者，美国民众

对中国电影几乎无人知晓。笔者曾在任教的密歇根

州立大学一个班级里询问，有谁看过中国电影，全

班25位学生竟无一人举手。更令人啼笑皆非的是，

笔者的白人秘书说她看过的唯一中国电影，是好莱

坞出品的《功夫熊猫》。 
统计数据表明，中国文化的国际影响与其经济

实力大不相符。美国的文化产业占世界文化市场之

43%， 欧盟占34%， 而中国仅占3%。美国电影的海

外票房收入为183亿美元，而中国为3.78 亿美元，仅

为美国零头。文学方面，甚至笔者熟悉的一些文

学领域的美国教授中，也鲜有人阅读过当代中国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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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作品。中国新闻媒体与出版领域也与美国有着巨

大差异。如果说，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经济实力

已接近美国，步入“第一世界”；中国文化软实力

及其国际影响，仍处“第三世界”水平。由于软实

力既有文化产业之商品和资源功能，更属意识形态

和学术及思想体系范畴。因而事关民族兴亡，社会

安危。中国如欲和平崛起，真正成为世界强国，就

必须加速发展软实力，加强中国文化之国际影响。

笔者最后将梳理马克思主义全球化的“帝国”

概念及其相关背景。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权威、

美国杜克大学哈特教授（Michael Hardt）和意大

利著名左派律师、前《红色旅》法律代表纳格里

（Antonio Negri）在合著的《帝国》（Empire，
2000）一书中，把以全球化为核心、历史上独特的

全球统治形式理论化并加以解读。此书出版后，引

起西方学术界极大反响，被誉为“21世纪的《共产

党宣言》”（The Communist Manifesto of the 21st 
century）。哈特和纳格里指出，美国实质是全球化

时代的新“帝国”。但它与传统的殖民帝国不同：

“‘帝国’，我们理解为与‘帝国主义’彻底不

同。帝国主义确实是欧洲民族国家超越其边界的

主权扩张。……与帝国主义相反，‘帝国’不建

立权力的领土中心，也不依赖于固定的国界和保

障。它是一种去中心和去领土化的原则性体系，

这一体系不断把整个世界包含在自己开放的、延

展的疆界之内。”

哈特和纳格里认为，当今全球化的进程处于帝

国构建的中心。这个进程是持续不断，而非不确定

的。然而，这些进程同样导致了抵抗的产生。这种

抵抗为相对于帝国整体逻辑的不同全球化之形成奠

定了社会基础：“通向帝国之路及其全球化过程为

产生新的自由力量提供了可能。当然，全球化不是

单一的事物，我们认之为全球化的多种进程也不是

统一和单义的。我们认为，我们的政治目标， 不是

简单地抵抗这些进程，而是承认它们并重新把它们

引向新的目标。维持帝国的多种创造力也能够自动

构建一个反帝国，以及建造另一个全球流通和交锋

的政治体系。企图质疑和颠覆帝国的斗争，一如那

些企图重建一个帝国的斗争，将会在帝国的土地上

发生。这些新的斗争已经开始出现。”换言之，

全球化的发展，最终将促进“帝国”的灭亡。这正

如马克思当年预言，机器和工厂的出现，导致了无

产阶级的产生，成为资本主义的掘墓人。

哈特在其近作《全球化思维中的“共有资

源”》中， 进一步将全球资源界定为既包括土地、

矿藏、淡水和空气等有形物质资产，也涵盖语言、

知识、观念、习俗情感等人类特有之“文化无形资

源”。他指出，随着全球市场一体化，文化遗产在

跨国资本的运作下，经由各类文化节日、“申遗”

等活动，转而从人类无形共有资源“升级”为资本

或某些群体掌控下的有形财富。其结果是，这些人

类原来的无形共有资源，虽能在短暂或特定时期内

身价倍增，衍生利润；但长远而言，如同资本早期

对矿藏和土地等有形自然资源掠夺一样，难以从原

本人类自然共享状态下得到滋润与再生，从而导致

损毁。

换言之，跨国资本对无形共有资源的掌控，类

似于版权将人的精神思维变为法律保护下的私有产

权，在营利之时限制了人类知识的更新与传播，从

而阻碍了文明在全球范围的发展。就此而论，跨国

资本及其全球化代言者对人类无形文化共有资源之

规范，实质是借法律保护为幌，行强取豪夺之实，

远恶劣于个人偷盗行为。因而全球化与可持续发展

面临的主要挑战之一，就在于怎样才能使人类免费

同享文化共有资源。作为西方“新马克思主义”学

派代表人物，哈特断言，跨国资本对地方与民族

文化垄断剧增之时，即为全球共产主义革命升温加

热之际。这一对全球化前景的乐观瞻望，令人忆及

《共产党宣言》之结论：“无产者在这个革命中失

去的只是锁链。他们获得的将是整个世界。”

五、结论

全球化的进程和高科技的发展使得人文与社科

领域发生了巨大变化，跨语言、疆界、文化的研究

因此而获得新的空间。数码技术颠覆性的进步推动

学术研究步入新一轮的空间革命。英国全球化文化

研究著名学者汤姆林森(John Tomlinson)认为，全

球化确实已成制造和传播文化身份最重要的力量，

而非像某些传统学者所设想的那样化解了文化认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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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他并由此讥讽了那种悲天悯人式的文化怀旧之

情。例如，在以奥瞿（M. Auge）为代表的一些欧洲

学者眼中，“节奏缓慢的法国外省小城镇”是有着

足够的、相互作用的场所之典型：“那些地方在教

堂的台阶上、市政厅前、咖啡馆柜台、甚至在面包

店的走廊里随意的几句交谈，马上可以令人遗忘孤

独。”当今全球化浪潮的冲击，使得这样的文化

场景所剩无几，因而令人伤感。

与奥瞿等欧洲传统学者的结论相反，汤姆林森

指出，全球化变革之本质其实更加微妙，“超市、

购物中心、机场、加油站、影城、银行大厅等这些

安装了自动取款机的‘无特定性地点’”，乍看之

下显示着一种“抽象、无人情味甚至异化，但这些

地点同时却也不可避免地引发、或者膺服于自身文

化的相互作用。超市收款台不仅是交易地点，而且

也是闲聊、幽默、观察、玩笑和争论的场所。如果

旅行路线相交叉，熟人们也会约定在候机厅共度难

捱的等待时光”。简言之，全球化就其实质与进

程而言，是一件远比人们所设想的更加复杂且不断

进步之事。因此，全球化文化研究不应低估民族和

本土文化蕴含的自适性和抵抗性资源。鉴于全球化

对世界各国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等领域产生了

深刻影响，文学和艺术作为时代生活的审美表现，

理应责无旁贷地对当代全球化进程做出反应。身处

全球化进展前列的人文与社科领域的中国学者，更

应在习近平主席加强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伟大号召

鼓舞下，为创建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人文与社

会科学研究体系、促进全球范围内的跨文化交流、

讲好中国故事做出自己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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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w Trends in the Study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in Global Discourse

Yin Xiaohuang

Abstract: This article explores new and emerging trends in the study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in global discourse. It analyzes 

various major concepts and theories that have made an impact on contemporary Western scholarship, especially in American academic 

circles, including “neoconservatism (neocon),” the “New Left,” “transnationalism,” “flexible capitalism,” “flexible citizenship,” “politics 

of memory,” “Asian Values,”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and “soft power.” By analyzing the sources and influences of these popular 

ideas and important thoughts, we can better understand the background, current developments and future trends in Western academia, 

thus more successfully promoting transcultural communications and discourse about Chinese cul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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